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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的重大倡议，其核心意义在于通过新型发展合作，构建经济发

展条件以实现共同发展。从历史上看，日本、 “亚洲四小龙”等东

亚经济体凭借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美国等传统最终产品市场，通

过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发展。当前，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中相当一部分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

和工业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

通过新型发展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打破发展瓶颈，降低广义

贸易成本，推进境外产业园区建设，进一步开放中国国内市场，实

现生产—消费的完整循环，通过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实现 “一

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贸易成本 国际发展合作 基础设施 互

联互通 产业园区 区域经济发展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

提出了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随后，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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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决定》，指出 “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

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① 2014 年 11
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习

近平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

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

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②

2015 年 3 月，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面阐述了 “一带一路”的时代

背景、共建 原 则、框 架 思 路、合 作 重 点、合 作 机 制 以 及 中 国 各 地 方 开 放

态势。③

至此，国内外学界开始关注 “一带一路”研究。国外关于 “一带一路”
的研究集中于地缘政治意图分析或者其可能的发展前景。例如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 “马歇尔计划”，是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保障对外政

策目标的手段。④ 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旨在解决国内过剩产能，同时也希

望加强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联系，重塑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⑤ 再如，

中国基于经济和地缘政治意图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以便加强欧亚国家间

的区域经济合作和资金融通，提升中国在欧亚地区的整体影响。⑥ 美国彼得

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更多从经济视角对 “一带一路”进行解读，认为中国的

“一带一路”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降低中国经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

推动中国基础设施走向海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实施，也会增强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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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保障中国的能源通道和安全。① 美国企业研究所

的相关研究集中于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别投资与产业项目，特别是对中

国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高度关注。②

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对 “一带一路”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既有从国

家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平衡、能源安全、对冲 “亚太再平衡”战略等角度的

研究，也有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经贸联系的解读，③ 更有从文化、历史

等多方面着手的研究。专门从基础设施与生产—消费循环角度来解释 “一带

一路”的研究比较有限。尽管研究视角不同，但是多数研究都肯定了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性，有研究从基础设施、产业关联和市场制度三个基础条

件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同时认为东亚生产网络的 “西扩”主要受制于

基础设施，因此，需要将基础设施联通作为构建亚洲增长机制的主导路径。④

或者以跨国主义为方法，构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基础设施建设突破等循环

链接，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以作为区域合作理论的内核。⑤ 也有研究从

公共产品理论出发，认为 “一带一路”重点实施环节是促进区域和区域间合

作，中国通过主导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特别是提供基础设施，推动沿线国家发

展战略的对接和耦合，形成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合作体系网。⑥

与上述研究相应，也有学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对 “一带一路”进行了研

究，例如从全球价值双环流视角对 “一带一路”进行考察，认为中国处于全

球经济承上启下的位置，通过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分工，特

别是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带动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改变过去单一依赖发达国家

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模式，构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带动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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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双引擎模式。① 事实上，国内市场开发与开放对于国家经济崛起的重

要性不容忽视，历史上曾出现了四种世界市场开拓模式，其中以英国、德国

和日本为代表的市场开拓模式都是脆弱的，只有美国代表的基于国内开发的

市场开拓模式是稳固的，该模式让经济外围国家国内出现日益依赖美国市场

的产业集团，为美国撬动海外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战略工具，也为美国崛起提

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该模式正是中国 “一带一路”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石。②

然而，迄今 “一带一路”研究尚缺乏比较全面地从基础设施、生产—需求等

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展开的视角，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研究东亚外向型经济

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归纳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尝试从

区域发展条件视角分析 “一带一路”新型发展合作，在此基础上思考进一步

推动新型发展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

国际贸易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而国际贸易

直接受贸易成本的影响。广义贸易成本包括商品从产地到送达最终用户或者

消费者手上所发生的全部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政策法规

成本，运输时间、运费等运输成本，储存、销售等物流成本，信息成本，以

及合同履行成本等一系列相关成本，这些广义贸易成本如果折算成从价税，

甚至高达 170%。③ 最新的研究表明，货物贸易中运输成本占全部广义交易成

本的比重最大，高达 37% ，信息和交易成本约占全部广义贸易成本的 23% ，

物流成本占全部广义贸易成本的 11%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政策壁垒占

11% ，源于时间延误等造成的跨境成本占 5%—6%。④ 从这个角度来看，包

括自由贸易协定甚至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传统国际贸易安排或协定，大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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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涉及削减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等传统贸易成本，但是对包括运输物流成本

在内的其他广义贸易成本涉及很少，或者基本未触及，而这些非传统贸易成

本已经构成了当前广义贸易成本的主体。事实上，运输成本、物流成本、信

息成本等非传统贸易成本与基础设施高度相关，研究表明通信、运费、物流

等直接货币成本受到基础设施质量和相关服务的成本和质量的影响。国际货

物贸易运输时间更易受到地理和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基础设施条件越高，

货物受损的风险及其由此产生的损失和保险成本就越低。运输和通讯不足将

导致很高的机会成本，从而限制市场准入和进行贸易的机会。①

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全球的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都有大幅下

降。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更受制于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研究显

示，基础设施显著影响一国的贸易能力，根据全部 103 个国家的公路、铁路

和电话线覆盖率设计的基础设施质量指数，其中该指数排名第 75 位国家的

运输成本比中位数国家高 12% ，国际贸易则减少了 28% ，基础设施成为影响

最不发达国家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② 美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交

通运输成本每下降 10% 对拉美国家出口部门的拉动作用，是同等水平关税减

让拉动作用的 5 倍。③ 而非洲的公路运输费用是其他国家的 4 倍，多年来影响

了非洲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发展。④ 基础设施的质量也可能通过时间延

误或不确定性等影响广义贸易成本，相关研究就量化了时间延误的成本，每

额外增加一天的运费相当于增加 0. 6%—2. 3% 的从价关税。⑤ 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的研究也表明，延长运输时间的额外转运会降低双边出口贸易额

约 40%。⑥

与沿海国家相比，内陆国家和地区受到基础设施的影响更为显著，特别

是内陆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受到了基础设施瓶颈的严重制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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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不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

挝、蒙古、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12 个亚洲

内陆国家，其中大多数距离最近的港口 700—1000 公里，而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远离海洋 3000 多公里。① 有研究表

明，一个典型的 内 陆 国 家 的 运 输 成 本 要 比 沿 海 国 家 高 50% ，贸 易 量 则 低

60% ，运输成本每降低 10% 即可提高贸易量约 25%。② 再如非洲的马拉维、
卢旺达、乌干达等内陆国家，货物运输成本占其零售价格的 50% 至 75%。来

自中国的一辆汽车运至印度洋沿岸的坦桑尼亚需要 4000 美元运费，而从坦

桑尼亚运至乌干达的运费则高达 5000 美元。③ 正是受制于天然的地理条件和

落后的基础设施，广大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货物贸易运输成本、通讯成本等广

义贸易成本居高不下，削弱了这些货物商品的竞争力，甚至在一些极端案例

中，基础设施成为一国贸易能力的关键决定因素。

事实上，世界银行、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

组织都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进行过研究和评估。亚洲开发银行和亚

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对亚洲地区 30 个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进行了评估。

研究显示，2010—2020 年间，亚洲地区包括交通运输、能源、通讯、供水和

环卫设施等在内的全部基础设施总需求约为 8 万亿美元，其中能源基础设施

需求占 51%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需求占 31%。④ 随后，亚洲开发银行在原有

研究基础上，对亚洲地区全部 45 个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再次进

行了评估。该研究表明，2016—2030 年间，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总需求将达

22. 6 万亿美元，如果考虑气候变化因素，那么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总需求将

高达 26. 2 万亿美元，年均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 1. 7 万亿美元，其中能源和

交通仍是最大的基础设施需求领域，分别占 56% 和 32%。从地域分布角度，

东亚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约为 16. 1 万亿美元，南亚约 6. 3 万亿美元，东南亚

约 3. 1 万亿美元，中亚 0. 6 万亿美元，太平洋岛国约 460 亿美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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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 2016—2030) ( 单位: 十亿美元)

部门 投资需求 年均投资 比重 (% )

能源 ( 电力) 14731 982 56. 3

运输 8353 557 31. 9

电信 2279 152 8. 7

供水和环卫设备 802 53 3. 1

总计 26166 1744 100. 0

数据来源: Meeting Asia's Infrastructure Needs，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7，pp. 44-47.

正是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于提高亚洲地区贸易水平的重要

性，众多多边开发机构和合作机制加强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的投入。亚

洲开发银行 2001 年设立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项目 (CAＲEC) ，通过基础设施

和政策沟通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截至 2016 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各国政府在

交通运输、能源和贸易便利化方面实施了 176 个项目，共计 294 亿美元，其

中资金最主要投入方向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GMS)

中，截至 2016 年亚洲开发银行共投入 73 亿美元，其中 55 亿美元都集中在交

通运输领域。另外，2001 年至 2016 年间，亚洲开发银行向南亚次区域经济

合作 (SASEC) 支持了 46 个项目，共计投入 91. 7 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资

金都流向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在 2016 年共计 20 亿美元的项目资金中，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资金约占 15 亿美元。① 为了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亚太经合

组织 ( APEC) 也 加 强 了 基 础 设 施 互 联 互 通 合 作，2013 年 APEC 出 台 了

《APEC 互联互通框架》和 《APEC 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多年期计划》两份战

略规划文件，并且颁布实施 《APEC 供应链联通性框架行动计划》，力争两年

内进一步降低时间延误、物流成本、不确定性等贸易成本，将亚太地区供应

链绩效改善 10%。2014 年，APEC 又制定了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推动

亚太地区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②

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形也基本一致。在拉丁美洲地区，2000 年南美国家领

导人发起了南美洲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2005 年设立了 “结构趋同基

金”，包括当前的两洋铁路，都着眼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12 年，非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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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DB，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Ｒeport 2017，2017，pp. 66-78.
刘晨阳: 《APEC 与互联互通》，《中国经济周刊》，2014 年第 Z2 期，第 3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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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通过了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整合了 2012—2040 年非洲现有各类跨

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确定了 7 个跨国跨区重点项目。2015 年又通

过了 “2063 议程”，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项目。① 与此同时，在全球层

面，2014 年二十国集团组织成立了 “全球基础设施倡议”，设立了全球基础

设施中心 (GIH) ，2018 年发布了 《全球基础设施中心 2019—2022 年战略计

划》，旨在加强与政府、私营部门、多边开发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层面的基础设施合作。② 2015 年世界银行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

合作伙伴计划 (GIF) ，批准成立 GIF 信托基金，该倡议通过提供一个开放的

全球性平台，推动各国政府、多边开发机构、社会投资者在基础设施领域的

合作，解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问题。可见，基础设施通

过影响广义贸易成本，进而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全球在推

动基础设施合作、打破贸易发展瓶颈方面已经形成了重要共识。

二、东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进程和特点

历史上，国际贸易是东亚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日本依靠 “贸

易立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通过生产廉价的最终消费品实现了经济崛

起，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东亚地区第一代出口国。随后，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逐渐转向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而以中国香港、中

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 “四小龙”也开始进入地区生产分工链

条，“四小龙”经济体承接了发达经济体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工序，

利用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外资进行组装和生产。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随着 “四小龙”经济体 “毕业”，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

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亚洲 “四小虎”和中国以及东盟其他国家，也通过为欧

洲、美国和日本的公司提供分包服务，纷纷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在垂直分工

的专业化生产过程中，实现了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和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出口导向”型或外向型的东亚经济模式

之所以能够成功，取决于多重因素或条件。如果仅从发展条件来看，那么东

亚经济体能够顺利地利用外向型发展战略，其重要条件之一是东亚经济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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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泽林: 《亚洲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 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第 91—92 页。
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Strategic Plan 2019-2022，March 2018，https: / /

gihub-webtools. s3. amazonaws. com /uat-umbraco /media /1074 /gi-hub-strategic-plan-2019-2022.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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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优势和开放的制度环境，即临海的地理位置使得国际贸易运输成本

得以控制，而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和各经济体坚持单边开放政策，使得关税和

非关税壁垒下降，最终不断降低的广义贸易成本推动了东亚经济体国际贸易

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成功也取决于市场需求，即美

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是东亚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的重要传统市场，① 发达国

家对东亚经济体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消费，构成了东亚经济体生产和贸易得以

持续运行的另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就对 1950 年以来

在 25 年或更长时间内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7% 的 13 个经济体进行了

研究，从外部发展条件角度，肯定了为鼓励出口而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以

及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性。②

( 一) 广义贸易成本尚未对国际贸易构成显著障碍

理论上，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是不可分离的，生产、
流通、交换和消费是一条完整的闭合链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有可能

与消费分离，如国内生产不足导致的需求可以通过进口得以满足，而部分国

内生产的产品也可通过出口来满足外部需求。但是，进出口涉及的包括关

税、非关税壁垒、运输成本等在内的广义贸易成本，对于整个生产—消费链

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贸易成本条件是与外部市场衔接的必要条件，

也是出口导向或者外向型经济成功实现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东亚经济体发展过程中，非常幸运地规避了或者起码部分地规避

了贸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约束。具体而言，日本以及包括韩国、新加坡、中

国台湾和香港在内的 “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都是岛屿或者半岛型经济

体，基本不涉及内陆或者内陆经济纵深有限，这些经济体的对外经济联系特

别是货物运输主要依靠海运，包括运输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也基本位于沿

海地区，这样东亚生产网络的雏形自然而然就确定在沿海地区。更重要的

是，受益于二战后国际海运业的发展，其运输成本呈冰山式下降，与此同

时，这些经济体在发展初期也不必承受内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陆路交通基础

设施投入的负担，因而相比非洲或拉丁美洲，东亚经济体能够顺利借助更低

廉的运输成本，利用国际贸易发展其经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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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世界银行编: 《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1995 年，第 245—247 页。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增长报告: 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孙芙蓉等译，中国金融

出版社，2008 年，第 19—41 页。
朴光姬: 《“一带一路”与东亚“西扩”———从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构建的视角分析》，第

127—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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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全球运输成本比较

( 运输成本占进口价值的比重，% )

地区

年份
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1980 13. 42 8. 85 10. 41 8. 23 12. 84
1985 11. 03 8. 46 8. 91 8. 31 12. 3
1990 11. 05 8. 17 8. 19 8. 96 12. 26
1995 11. 44 7. 89 8. 03 8. 45 12. 39
2000 12. 97 8. 58 8. 51 8. 92 11. 94
2004 9. 9 4. 3 6. 5 2. 8 15. 4

资料来源: UNCTAD，Ｒ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United Nations，Various Years.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和 “雁型模式”向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不断传导，理论上贸易成本难免会不断攀升。特别是在东亚生产网络地

区，外包生产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尤为敏感，贸易成本的细微变化就可能对国

际贸易产生很大的冲击。一些关于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

分支机构进口中间品与贸易成本存在很强的负相关，贸易成本与中间投入品

贸易量之间的弹性约为 － 3. 28，也就是说，贸易成本每提高 1% ，可能会减

少 3. 3% 的贸易量。①

图-1 东亚经济体进口加权平均关税 ( 单位:%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 数据库历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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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ordon H. Hanson，Ｒaymond J. Mataloni and Matthew J. Slaughter，“Vertic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Multinational Firms”，The Ｒ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 87，No. 4，November 2005，pp. 67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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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亚经济体地理临近，并且采取措施控制贸易成本，使得东亚生

产网络得以实现并深入发展。天然的地理临近使得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运输

成本较低，政府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的投入压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

伴随着东亚生产网络的深化，中间品贸易多次往返的现实客观上要求东亚经

济体特别是东盟国家和中国，进一步对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广义贸易成本进

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

贸易体系带动了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的不断下调，主要工业国的加权平均关

税基本都降至 5% 以下，而广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关税水平也有大幅下

降，关税甚至部分非关税壁垒不再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东亚各经济体通过单边开放政策，不断削减对发展出口导向型经

济至关重要的中间投入品等的关税，进一步减少国内规制，实行友好的外资

政策，加强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取简化通关手续等贸易便利

化措施，① 使得东亚地区广义贸易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生产网络能够比全

球其他地区更发达。例如，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 90 年代，东亚发展中经

济体通过降低税率和减少非关税壁垒的方式，对其进口体制进行了自由化改

造，特别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采取了完全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中国和印度

尼西亚在此期间也显著降低了平均关税水平。与此同时，众多东亚发展中经

济体的非关税壁垒也都有所下降，其中印度尼西亚下降幅度最大，从 1984—
1987 年间的 95% 降至 1991—1993 年间的不足 3%。② 相关研究显示，尽管东

亚生产网络延伸至中国和东盟国家，但是基础设施的有效投入和提高，使得

运输成本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减弱，这表明在东亚垂直分工体系内，包括运

输成本在内的广义贸易成本都在下降。③ 而伴随着生产网络的不断外延，当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制度性成本削减至较低水平后，运输成本等基础设施发

展瓶颈，也会再次成为影响各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为此，2010 年东盟通

过了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与此同

时，中国也不断加强内陆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反映了基础设施对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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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Nathalie Aminian， K. C. Fung and Francis Ng，“ Integration of Markets vs. Integration by
Agreements”，The World Bank Policy Ｒesearch Working Paper 4546，March 2008，pp. 2-3.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编: 《东亚奇迹的反思》，王玉清等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38 页。
彭支伟、白雪飞: 《服务联系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和东亚垂直分工: 1992 ～ 2006》，《世界经

济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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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受益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东亚生产网络，东亚经济体的国际贸易特

别是区域内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80 年东亚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就已

经达到 35% ，进入 21 世纪以来，该比重更是长期维持在 50% 左右。如果对

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进行分解则不难发现，与东亚生产网络关系密切的中间

产品内部贸易比重越来越高，从 1980 年的 15. 6% 升至 2006 年 33. 1% 的高

点，并稳定维持在 30% 以上。初级产品内部贸易比重却逐步降低，从 1980

年的 10. 9% 逐渐下滑至 2% ，并长期维持在该水平。最终产品内部贸易比重

则稳中有升，从 1980 年的 8. 9% 逐渐提至 2006 年 15. 5% 的高点，并长期维

持在 15% 左右。毫无疑问，长期以来，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的东亚地区内部

贸易受益于低关税和低运输成本，有效控制了广义贸易成本，令本地区的中

间产品内部贸易得以顺利发展，东亚地区内部贸易比重在 1995 年前后就稳

定高居 50% 左右的水平。

( 二) 实现生产—消费循环倚赖充足的最终产品市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东亚生产网络是不平衡的生产—消费关系，东亚经

济体生产的产品严重依赖外部消费。无论是最初日本依托 “出口导向”实现

经济起飞，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生产网络的成功运行，都离不开以美国

为代表的域外发达国家消费市场。从 1955 年到 1971 年，日本维持了高达

17% 的出口增速，是同时期日本产出增速的 1. 5 倍。特别是 1959 年至 1969

年间，日本的出口额增长了 4 倍，在随后的两年里又增长了三分之一。与此

同时，在美国全部进口总额中，日本产品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 9% ，提高至 60 年代的 10. 8%、70 年代的 13. 3% ，直至 80 年代的

18. 5%。① 与之相应，当 20 世纪 60 年代末日本经济起飞结束时，美国市场

在日本总出口中所占份额为 70% ，而在同期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 “亚洲四

小龙”的全部出口中，美国市场所占比重高达 40%—50%。② 可见，东亚经

济体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关键在于美国等传统发达国

家对东亚生产品的消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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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巴里·艾肯格林: 《全球失衡与布雷顿森林的教训》，张群群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6 页。

张蕴岭主编: 《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74—175 页。
世界银行编: 《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第 246—247 页。



“一带一路”、贸易成本与新型国际发展合作

随后，“亚洲四小虎”、东盟国家和中国等经济体的经济起飞也基本都沿

用了出口导向战略，这些经济体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最直观的表现———各经济

体的贸易盈余，归根结底都或多或少来自于美国。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

中国对多数东亚经济体形成了越来越高的贸易逆差，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国已

经成为该地区的消费大国，也并不意味着东亚经济体可以依赖中国的消费实

现完整的生产—消费循环。事实上，中国对处于东亚生产网络上的其他经济

体的逆差主要来自于中间产品，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已经成为整个东亚生产网

络的中心，日本、韩国、东盟国家等周边经济体将包括电力设备、办公和通

讯设备、纺织服装产品等在内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出口至中国，中国对其加工

和组装，并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由此形成了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进而

造成了所谓 “三角贸易”的循环。① 至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东亚生产

网络，到 21 世纪初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对美出口第一大国，中国进而又成为

全球范围内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图-2 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结构 ( 单位: 10 亿美元)

数据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WEO) 数据库。

事实上，以东亚生产网络为基础的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尚未能实现

生产—消费的自我循环，尽管内部贸易比重高达 50% 强，但是其中大部分却

为中间品贸易，而非最终产品贸易，这种内部贸易尽管能够延长价值链，推

动东亚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并从中受益，但是并不能保证生产—消费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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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等: 《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信出版社，

2008 年，第 89 页。



外交评论 2019 年 第 2 期

循环，仍然需要借助外部最终产品消费市场。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的货物贸

易出口进行的分解分析，就证明了东亚外向型经济仍高度依赖美欧等传统市

场，在亚洲全部出口产品中，欧美等域外市场消费了约 71. 1% 的最终产品，

其中仅美国就消费了 23. 9% 的最终产品，欧盟消费了 22. 5% 的最终产品，而

亚洲仅消费了自身出口的 28. 9% 的最终产品。①

可见，东亚经济体生产—消费循环的实现，仍倚赖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外

部最终产品消费市场。回顾东亚经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东亚经济体体量

普遍偏小，经济起飞前国民经济结构中投资不足，因此，借助出口导向战

略，东亚经济体一方面获得了急需的外国资本，更依靠向美欧等传统市场出

口克服了自身经济体量较小引发的国内需求不足的限制，成功地实现了规模

经济和经济发展。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说是美国向国

际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他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以美国为销售市

场而得以支撑，美国事实上是为国外经济体充当了一种 “最后买家”的角

色。③ 亚洲出口产品的分解表明，美国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消费市场这一

最为重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使得该地区的生产—消费循环得以顺利运行。

图-3 亚洲出口产品贸易分解

资料来源: Asian Development Bank，Institutions for Ｒ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2010，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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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Asian Development Bank，Institutions for Ｒ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p. 33.
沈铭辉: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基于 FTA 战略视角的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年，

第 107—109 页。
郭定平主编: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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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推动新型国际发展合作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变化和发展方式调整的重构期，不少新

兴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崛起，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步入了起飞门槛，如何实现经

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主题。面对世界发展难题，全球治理的根本目标

就是要顺应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因此，实现发展的启动、营造发

展的条件、解决贫困和社会稳定等约束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最紧迫

的任务，而国际合作的首要主题则是顺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① 历史经

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受制于两大条件，其一即改善自身的发展环

境，特别是基础环境，其二则是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② 事实上，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解决发展瓶颈、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启动发展，不仅事关一国经济

发展，更是对全球治理关切的回应。
面对当前全球治理不力、发展失衡和世界失序等问题，需要新的观念、

思路和作为来加以应对。“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创新思路和倡议，其目的在

于推动新型发展合作，搭建合作平台，通过项目规划实施，解决基础设施建

设和综合环境改善的融资问题，调动沿线各个地区和国家资源，使众多发展

中国家逐步具备加快发展的综合能力。③ 具体来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经济合作，既是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经验，也代表了当前中国的比较优

势，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不涉及规则制定，无关意识形态，④ 与此同时，

基础设施作为具有部分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区域性公共产品，能够得到有效供

给或相应资金的支持。⑤ 从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角度，以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为基础的 “一带一路”既满足了必要性，且具有可行性。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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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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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文: 《“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发展协同与全球治理创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 年第 5 期，第 94 页。
张蕴岭: 《以“共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社会观察》，2015 年第 12 期，第 5—6 页。
张蕴岭: 《“一带一路”需要有大视野》，《财经问题研究》，2018 年第 10 期，第 6 页。
黄益平: 《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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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一带一路”主张的产能合作和区域产业链塑造，就是创造发展的机

会。① 事实证明，工业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将自身发展经验推广外溢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于完善战后

美国主导下、以 “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该体系显然

与世界经济的实际越来越脱节。当然，改善综合发展环境不仅限于生产层面

的产业合作，还需要解决最终产品的消费问题，而伴随着产业转移和中国在

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让出了发展空间，通过构建新

南南合作，带动 “一带一路”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②

涵盖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一带一路”
倡议，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发展为导向。③ 共建 “一带一路”是构建包容、
普惠和开放的区域经济体系的过程，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有助

于纠正当前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失衡问题，解决全球的发展赤字。④ 总的来

看，“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一合作机制

重在打造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创建地区经济新的发展引擎。
( 一)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础

传统上，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体大多出现在沿海地带，特别是那些

同时具备港口和内陆交通线的地区，正如东亚生产网络最初出现在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其天然的运输成本优势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而随后生产网

络的延伸和发展，也离不开东亚各经济体天然的地理临近和后期的基础设施

投入，这也是为什么现有区域经济合作，通常是在地理上相互毗邻、经济联

系较为紧密的经济体之间首先形成，互联互通本身是一个天然的前提。相

反，经济带或增长极的辐射能力，随着地理距离的加大而减弱，在远离增长

极的地区，往往会出现发展洼地。⑤ 缺乏互联互通，也使得众多发展中经济

体无法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而基础设施落后又是制约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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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① 由此可见，基础设施涉及的广义贸易成本构成了影响区域经济合作

和区域增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有不少内陆国，这些发

展中经济体要实现经济起飞，亟需改善自身的综合发展环境，以基础设施建

设为前提的 “一带一路”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起

点。事实上，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综合发展环境改

善缓慢、广义贸易成本居高不下，进而导致经济落后和难以实现起飞，这也

表明仅仅依靠内生力量无法打破原有的恶性循环，只有引入外生动力才有可能

打破这种循环，这种创造性的 “打破”，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在外部的帮助下能

够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并以此参与区域合作，而在此过程中，政府间的合作

特别是互联互通的引入是打破经济落后恶性循环的突破口。②

表-3 国际基础设施指数

基础设施指数国家(地区)基础设施指数国家(地区)

德国 4. 38 柬埔寨 2. 26

新加坡 4. 14 哈萨克斯坦 2. 59

美国 4. 10 斯里兰卡 2. 39

日本 4. 19 俄罗斯 2. 64

香港 4. 02 尼泊尔 2. 20

澳大利亚 3. 92 孟加拉国 2. 36

中国台湾 3. 67 塔吉克斯坦 2. 17

韩国 3. 75 阿塞拜疆 2. 69

新西兰 3. 79 亚美尼亚 2. 39

马来西亚 3. 30 乌兹别克斯坦 2. 44

中国 3. 73 老挝 2. 23

泰国 3. 17 蒙古 2. 14

越南 2. 92 土库曼斯坦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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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阳: 《“一带一路”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出路》，《国际贸易》，2017 年第 4 期，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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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基础设施指数国家(地区)基础设施指数国家(地区)

印度尼西亚 2. 81 不丹 1. 98

印度 3. 01 缅甸 2. 11

菲律宾 2. 67 吉尔吉斯斯坦 2. 23

巴基斯坦 2. 43 阿富汗 1. 83

资 料 来 源: The World Bank，Connecting to Compete 2018: Trade Logis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2018，pp. 47-50. 分值范围在 1—5，1 为最低分。数据基于 2012、2014、2016、
2018 年的综合。

“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地区，

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区域内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供

给不足、运营效率不高，成为制约中国与这些经济体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的

薄弱环节。① 例如苏联解体时，俄罗斯铁路营运里程 8. 8 万公里，自 2000 年

以来一直徘徊在 8. 5—8. 6 万公里。1968 年印度铁路营运里程 6 万公里，自

2000 年以来一直徘徊在 6. 3—6. 4 万公里。中亚国家的铁路发展更是长期滞

后。而 “一带一路”地区内五大铁路轨距差异不仅影响了运输效率，也增加

了运输成本。②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础的 “一带一路”倡议，有望为沿

线众多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极为重要的公共产品，③ 降低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参

与国际贸易的广义贸易成本，使得沿线经济体有机会参与新型发展合作，实

现经济增长。例如，2008 年 1 月首次运行的北京—汉堡集装箱快速班列，仅

用 15 天就跑完了 1 万多公里的行程，而如果使用海运，则需要约 30 天。作

为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欧铁路和中泰、中老铁路构

成的泛亚铁路网，将极大地缩短亚洲内陆国家的货运路程，降低贸易成本。
截至 2018 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 万列，年运送货物总值达 160 亿美元，其

中国内段运行时间压缩 24 小时，宽轨段运营时间最快压缩 135 小时，费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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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贺平主编: 《“一带一路”与区域性公共产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88
页。

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50—52
页。

徐惠喜: 《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迎来发展新机遇》，中国经济网，2015 年 1 月 9 日，http: / /
intl. ce. cn /specials / zxgjzh /201501 /09 / t20150109_ 4301994.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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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30%。① 研究表明，内陆国家基础设施贸易成本每降低 10% ，其出口将增

加 20%。② 而欧洲智库的相关研究更具体揭示了基础设施对 “一带一路”和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交通成本下降对国际贸易具有显著的正面影

响，在控制第三国效应等变量后，“一带一路”沿线铁路、航空以及海上运

输成本每降低 10% ，能分别提高国际贸易约 2%、5. 5% 和 1. 1% 的水平，而

同水平的削减关税只能提高贸易约 1. 3%。根据研究测算，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包括塔吉克斯坦、缅甸、泰国、越南、俄罗斯、阿尔巴尼亚等国的

贸易水平，都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③ 可见，基于基础设施的 “一带一路”

有助于沿线落后国家特别是内陆国家获得宝贵的贸易参与能力，通过降低广

义贸易成本，大幅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参与区域经济合

作，推动经济发展。

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发展中国家年均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

1—1. 5 万亿美元，但是实际基础设施投资却仅达到 50% 的水平。有研究显

示，中方推动的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超过 2 万亿美元，④

其他研究则预测，2016—2020 年间不包括中国在内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累计基建投资总额将达到 3. 6—4. 8 万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为 6200—9600 亿

美元。⑤ 长期以来受制于金融抑制和缺乏资本积累，处于发展外围的发展中

经济体难以完成基础设施的初始投资，而且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大、投资

回报率低、资金回收期长，仅凭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些国家自身的努力

也很难获得国际资本的青睐，⑥ 其融资难度较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

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均比较落后，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企业

融资渠道不丰富，融资成本较高，难以通过当地金融体系为基础设施项目提

供低成本的融资。而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现有多边发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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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有限，如亚开行 2014 年仅提供全部 229. 3 亿美元贷

款，很难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①

为构筑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池，中国一方面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

丝路基金，并于 2017 年再次增资 1000 亿元人民币。目前该基金已签约 19 个

项目，承诺投资 70 亿美元，支持项目涉及总金额达到 800 亿美元。另一方

面，积极倡议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 2018 年 7 月底，亚投行成员

达 87 个，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成员国超 6 成。目前亚投行在 13 个国家开

展了 28 个项目，总金额超 53 亿美元。② 作为对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补充，

这些新多边开发机构通过与沿线国家的规划对接，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财政

资金以及社会资本调动起来，为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

融资服务。通过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带动，以及世界银行、亚开行等多边发

展机构和发展援助 (ODA) 等共同作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

设获得了更好的资金保障，也为广大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经济体克服基

础设施瓶颈、降低广义贸易成本、优化综合发展环境提供了机遇。
( 二) “一带一路”打造完整的生产—需求循环

2015 年 3 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明确指出，“根据 ‘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

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

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海

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

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

更大进展。”③ 构建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首先需要让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

体进一步参与到国际分工合作链条之中，使这些经济体能够获得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如果能够延伸参与到东亚生产网络或者

中国的价值链中来，那么 “一带一路”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是能够建立

起来的。
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指出，需要化解距离、密度和分割对发展的约束，推

动经济地理重塑，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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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缩短距离，即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促进生产要

素流动，缩短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距离; 提高经济密度，即推动

产业园和城镇的建设，提高经济活力; 减少分割，即减少政策造成的经济壁

垒，获得世界市场准入机会，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① 回顾东亚经济

体的经济起飞历史，它们最初大多依靠建立沿海出口加工区和实施优惠政策

吸引外资，以此克服生产层面的基础设施瓶颈和资本积累不足的制约。更重

要的是，从需求层面来看，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开放的国际市场，对当时

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顺利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② 毕竟拥有发达国家消费市场，才使这些东亚经济体得以摆脱自身经

济规模狭小的限制，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至此东亚地区经济地理得以重

塑，一个完整的生产—消费循环得以实现，而这些东亚经济体也成功起飞。
亚洲开发银行针对亚洲的跨国经济走廊进行了案例研究，该研究认为，

经济走廊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一般包括四个阶段: 首先推动基础设施投

资，降低交通运输成本; 其次，以城镇化、更新城乡基础设施、促进工业发

展、改善中小企业投资环境、增加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实现 “地区发

展计划”，拓宽经济走廊; 再次，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促进跨境商品、服

务、人员的流动; 最后则需要协调不同国家区域发展的计划与政策，形成真

正意义上的跨境经济走廊。③ 事实上，该研究已经表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和产业园区的结合，有助于将 “一带一路”发展演化为拉动周边经济体发展

的经济走廊，④ 而这种演变就是一个经济体从封闭的不发达经济向开放经济

的发展转变过程，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该经济体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实现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已经进入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转

变阶段，全球价值链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重新平衡，为 “一带一路”沿线的

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发展机遇。2013—2017 年，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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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相关国家投资达 820 亿美元，仅 2018 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就对 “一

带一路”国 家 新 增 投 资 36. 1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 22. 4% ，占 同 期 总 额 的

14. 2% ，这些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批发零

售业和农林牧渔业等五大领域。①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7 年底，中国企业

在 24 个 “一带一路”国家建设境外产业园区 75 个，占全部中国境外园区总

数的 75. 8% ; 累计 投 资 总 额 254. 5 亿 美 元，占 全 部 境 外 园 区 投 资 总 额 的

82. 9% ; 吸引入园企业 3879 家，占全部境外园区入园企业总数的 88. 9% ;

上缴东道国税费累计达 16. 8 亿美元，占全部境外园区上缴东道国税费总额

的 69. 4% ; 为当地创造 21. 9 万个就业岗位，占全部境外园区创造就业岗位

总数的 84. 9% ; 其中，6 个 “一带一路”境外园区投资额超过 10 亿美元，

占全部投资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境外园区总数的 85. 7%。② 从生产层面来看，

积极推动在 “一带一路”沿线打造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为基础的

经济走廊，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 第一，在境外产业园区内，以基础设

施投资和充分的政策优惠和服务打造贸易成本优势，构建新的比较优势，以

非均衡的发展方式，推动个别经济走廊优先建立起来，帮助沿线经济体实现

经济发展。第二，降低 “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经营风险和筹建成本，特别

是有利于广大中小企业利用现成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获得规模效益。③ 第三，

推动大型机械设备的出口，通过在海外建厂生产并实现出口，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减少目前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和壁垒。因此，推动合理设计的产业园

区，是构筑 “一带一路”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的必要内容。
从需求层 面 来 看，美 国 从 东 亚 的 进 口 自 20 世 纪 60 年 代 起 急 剧 上 升，

1962 年，东亚在美国进口中的比重约为 13% ，到 1985 年达到了 36% ，此后

上升趋势迅速减缓，1995 年以后开始缓慢下降，21 世纪后大致停留在 35%
左右。④ 这表明美国为东亚提供的域外最终产品消费市场也是有限的，过度

的生产显然是美国难以消费的，正如 20 世纪 80 年代美日贸易战和后来 “亚

22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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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四小龙”在经济上 “毕业”，都表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作为最终

消费市场的有限性。另外，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经济下滑并长期拖

累亚洲经济的事实，也反映了长期依赖外部消费市场引发的经济脆弱性，从

这个角度看，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在实施多元化合作的同时，应适时推

进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高质量、机制化的合作，以更大范围、更多成员

的区域合作机制创造出新的消费市场，进一步化解传统生产—消费循环中内

部消费不足的困境。
在构建完整的生产—消费循环的过程中，进一步向 “一带一路”国家开

放中国的国内市场，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以美国为例，美国优先开发

和开放国内市场，由于市场巨大，对其他国家而言进入极为重要，美国依靠

控制本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获得了对外经济谈判的实力。① 也就是说，美国

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美国可以把它作为权力工具，通过改变

市场开拓目标国家的国内偏好结构，获得这些国家经济集团的支持，规避来

自这些国家的反对，为崛起的美国提供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也为美国开拓

全球市场奠定了基础。② 可见，在构建 “一带一路”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过

程中，以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的方式实现 “一带一路”合作的生产—消费循环

意义重大，这样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克服传统上最终消费市场不足的短板，新

的生产—消费循环有可能会因此产生，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可以此为杠

杆，进一步撬动和开拓全球市场，以更为有利的地位参与新一轮的全球贸易

体系重构。
从最终产品出口角度的研究表明，虽然多数国家向中国出口最终产品比

重在 15% 以下，但是向中国出口最终产品的比重在该国全部出口市场中排名

第一的国家有 9 个，排名第二的国家 11 个，排名第三的国家 13 个，排名第

四的国家 15 个，排名第五的国家 12 个，合计为 60 个，约占全部样本 188 个

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中国已经开始成为全球重要的最终产品消费

国。③ 2016 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达到 64. 6% ，特别是

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和中产阶层比重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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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上扬。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30 年中国的中产人数将达到 11. 2 亿

人左右，① 中产占总人口比重甚至会到 74% ，其消费支出将高达 12. 8 万亿美

元。② 因此，未来中国的消费水平是有保障的，中国将进一步为 “一带一路”
更多国家提供最终产品消费市场。

尽管目前有研究表明，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产品的消费仍比

较有限，但是中国与这些经济体的分工合作正在发生积极转变，中国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初级产品消费市场规模仍在上升阶段，这对于处

于经济起飞前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显然不是坏事。而中国作为最终消费品市

场规模也在上升中，表明中国有能力承接部分最终产品的消费，为不平衡的

地区生产—消费循环提供保障。最后，从中间品贸易角度来看，中国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进一步上升，部分沿线

经济体可能正在被纳入 “一带一路”新型发展合作机制中，也就是说，全球

价值链正延伸至部分 “一带一路”国家，③ 中国产业升级与 “一带一路”国

家融入国际分工可以实现良性互动。总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 “一带一

路”建设，新的生产—消费循环和国际生产网络将逐步实现。

四、进一步完善新型国际发展合作的建议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

指出，共建 “一带一路”将 “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

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

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

经济合作架构。”④“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开展内政外

交的一个大战略，其重要意义在于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就是中国向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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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供给包括稳定的货币秩序、开放的市场环境、可靠的发展援助等在内

的区域性公共产品，重构中国与沿线经济体的新型国际关系并构建一个可支

撑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系的过程。① 具体而言， “一带一路”的建

设，基础设施网络是重点，实现互联互通是关键，创建产业园区、构建产业

链是亮点，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合作是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支撑。
( 一) 探索构建长期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融资机制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受制于投资额度大、建设周期长、回报率低等

原因，私人部门进入该领域比较有限，而处于经济外围的发展中经济体或者

多边开发机构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远不能满足需求。“碎片化”的投入和薄

弱的互联互通，与一个具有不可分割的基础设施支持系统之间存在显著差

距，特别是在跨文化、跨制度的国际环境下，要解决这一矛盾非常困难。②

“一带一路”建设初期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更多地需要双方或者多方政府

的共同投入，共同采用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加速和增加投资。同时，在基础

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链的规划，保障基础设施

的投入能够对经济走廊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总的来看，政府间跨国

行政合作是建设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重要机制化手段。③

据有关方面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涉及 60 多个国家，占全球总人

口的 2 /3，占全球经济规模的 1 /3，且普遍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基础设施建

设正进入加速期，投资总规模高达 6 万亿美元，因此探索设计合理的融资方

式是推进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④ 除了已有的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联

体以及其他国际多边开发机构等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资金来源外，面对 “一

带一路”巨大的项目融资需求，投资、贷款、债券等融资渠道也可以发挥积

极作用。对于风险较大而预期收益较高的项目，可以吸引各类投资基金参

与，具有政府背景的基金及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风险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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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项目可以依靠贷款。债券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在调动分散私人资

金投入稳定收入预期的项目方面有优势，在融资领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① 而且债券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定价机制市场化、信息披露透明化

等特点，也契合了 “一带一路”融资对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倡议，

有利于保证投融资的可持续性。因此，加快 “一带一路”债券市场的机制建

设，可以破除阻碍市场发展的障碍，提高金融业整体运行效率，更好地支持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推进 “一带一路”债券市场建设

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主要集中在试点 “一带一路”债券、通过境

内外债券市场拓展 “一带一路”项目资金，以及 “一带一路”债券市场机制

建设等方面。2018 年 3 月 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了 《关于开展 “一带一

路”债券试点的通知》，随着 “一带一路”债券试点规则的落地，将有助于

打造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合作的新格局。②

( 二) 以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推动塑造新区域价值链

“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构建新的区域价值链或国际生产网络以实现

经济发展，从生产层面来看，需要根据各国的工业化阶段进行产能合作和产

业整合。相关研究表明，“一带一路”65 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差异巨大，处于

工业化前期的国家 1 个，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 14 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

家 16 个，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国家 32 个，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只有 2
个。③ 其中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国家将是中国 “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

重点对象，而各类型的境外产业园区则成为加强 “一带一路”国际产业合作

的重要平台，也是项目落地、产业集聚、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载体。
一旦 “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园区甚至经济走廊顺利发展起来，将会为沿线

新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投资和贸易，进而以点带面，带动产业链乃至新的国

际生产网络构建，推动 “一带一路”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产业园区建设还没有成熟模式可以复制，特别是 “一带一路”

国家工业化阶段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各不相同，境外产

业园建设开发模式还需要不断探索，但为了推动企业和沿线国家进一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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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加快

“一带一路”产业园区建设。具体而言，首先，强化政府在园区规划和统筹

方面的功能。尽管 “一带一路”园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但是园区建设重点

大多在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面临着经济风险、制度风险、基础设施

风险、宗教文化风险等系列风险，中央政府需要加强部门协调、统筹规划，

根据不同国别和产业实施分类分级指导，完善综合服务体系。同时，还应进

一步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沟通，明确落实入区企业优惠政策实施细则，

解决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重征税、劳工签证及许可管理、投资争端解决、
园区土地、基础设施配套等问题，① 明确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的权利义务，为

园区建设和发展提供政策指导和机制化支持。其次，加强对园区建设的资金

支持。推动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

行等开发机构支持 “一带一路”园区项目融资，会同各方研究制定园区建设

融资指导原则。早在 2013 年 12 月，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即联合印发了

《关于支持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支持境

外园区建设，在符合优先融资的基本条件下，为园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与

此同时，发挥对外援助功能，加强对园区所在地区的援助，完善园区内外基

础设施建设。统筹考虑我国对外援助，将对外援助与加强园区所在地区的交

通、水电、通讯等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联系起来，便利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可以借鉴日本推动建立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 (EＲIA) 的

经验，即日本以区域型智库 EＲIA 的名义协调甚至制定东亚国家政府的相关

区域合作政策，主导区域合作议题设置并传递日本政府的偏好。中国在推动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硬件”合作的同时，有必要牵头建立多边性质的

“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或 “国际发展合作论坛”，以此规范和协同沿线国家

基础设施或产业园区的规划设计方案，强化 “软件”合作并输出标准和模

式。② 最后，强化风险管理。商务部和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 公 司 联 合 发 布 了

《关于加强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风险防范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共同建立了

园区风险防范保障机制。下一步有必要根据不同国别和不同产业，完善风险

保障服务，对特定地区和产业给予补贴，推动企业进一步参保，保障 “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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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园区企业利益。
( 三) 加大自主开放力度，适时推进 “一带一路”国家非互惠贸易安排

从消费层面，为实现 “一带一路”生产—消费循环，进一步开放中国国

内市场已成为必要环节。在 2017 年 5 月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中国政府承诺从 2018 年起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8 年 4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将采取重大举措扩大开

放，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和汽车等行业的市场准入; 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加快

申请加入政府采购多边协定进程，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进

口。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博鳌论坛上的讲话以及随后中国发布的具体措施，

表明了中国以自主开放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心，以此轮自主开放为契机，

将进一步提高中国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地位。
此外，多元合作机制是 “一带一路”治理结构的重要特征，在 “一带一

路”框架下，中国并不排斥机制化安排，但是又不以机制化安排为前提条

件。① 根据 “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发展阶段，可以结合考虑差别化和机制

化，对不同类型的国家予以不同的安排。比如可以学习美国的 《非洲增长与

机遇法案》或欧洲的 《洛美协定》，针对工业化前期或初期的国家给予非互

惠式的贸易安排，特别是对这些国家产业园区生产的产品应予以 “早期收

获”式的市场开放，此举有助于构建更完善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非互惠贸易安排，可以根据对象国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年度评估，根

据实施情况予以升级或暂停。对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产业合作国家，则可以考

虑特惠贸易安排，仅对双方都关心的产品或贸易议题进行谈判。对工业化后

期的产业合作国家则可以考虑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相

互开放国内市场。

( 责任编辑: 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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